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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

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基于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的过程追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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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推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
过程。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动态调整过程，以省级政府这一权力清单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为研究

对象，基于过程追踪框架对我国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历时性实施状况进行剖析，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并从推行过
程的经验材料中发掘其现实困境表现及其成因。根据上述分析，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配套

制度、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建构统一信息技术平台等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权力清单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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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全面实
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全面实行权责清单制度

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

举措，也是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权力清单作为权责清单制度

体系建设的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据法律法

规梳理、明列、公开本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权和职

责，从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划定政府权力边界。

自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

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后，我

国基本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清单体系，其中省

级政府处于权力清单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节，既需要有效承接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又需要

监督指导市县级政府，其执行情况直接影响着整

体权力清单体系建设。权力清单是伴随体制改

革、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等进程不断动态调整的，

探究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过程，对进一步提升权

力清单制度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研究关注省级政府这一关键环节，基

于过程追踪框架分析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历时性
实施状况变化，从经验材料中探究其推行中的现

实困境及其成因，并提出优化其制度安排的路径，

以期为构建权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提供借鉴。

二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的过
程追踪分析

（一）本文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我国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基本形成权力
清单体系后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情况为
研究对象，采取过程追踪法对权力清单制度调整

情况进行剖析。过程追踪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通

常被界定为致力于描摹各种因果机制①。相对于

４８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ＢＫＳ１８５）；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２ＭＬＤ０１１）
作者简介：牟春雪（１９９１—），女，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社会治理研究。
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ＣｈｅｃｋｅｌＪ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ｔ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Ｔｏｏ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２５．



第２６卷 牟春雪：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其他分析方法，其更关注事件发展的历时性，通过

对研究事件过程阶段的众多行为进行描述和分析

展现各个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运行机制，从而

在小样本研究设计下也能找到与理论相符的那些

事实，有助于弥合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鸿沟，为

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推介①。根据关注的维度

不同可以将过程追踪区分为理论检验型、理论建

构型和解释结果型。这三种方法在不同维度上相

互区分，可以分别应用于分析中，也可以相互嵌套

混合应用于分析设计中②。本研究综合运用理论

建构型与结果解释型过程追踪来构建权力清单过

程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省级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追踪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６年 ８月、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以及

２０２２年５月分别统计除中国港澳台地区外３１个
省级权力清单情况，相关数据均来自各省级政府

官方网站、各职能部门网站、机构编制网等，并将

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中权力事项数量、结构以及政
策文件等情况置于时间顺序之中，以探究权力清

单制度推行过程中的变化情况。

第一，从行政权力事项数量来看，总体上呈现

精简的趋势。从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公布的行政权
力事项总量来看（如图２所示），超过６５％的省级
行政区行政权力总数呈现精简的趋势。虽然总体

上呈现精简的趋势，但各省公布的权力事项数量

仍存在巨大差异，以２０２２年为例，公布行政权力
事项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市，共 １０６４０项；其次为
陕西省，共８４３６项；而公布行政权力事项数量较

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３１个省级行政权力事项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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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省份分别为西藏自治区、安徽省、内蒙古自治

区、甘肃省以及黑龙江省，权力事项数分别为７１７
项、８９１项、９６９项、９７４项及９９０项。

第二，从行政权力事项类型来看，总体上呈现

规范的趋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

府可参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

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奖励、行

政裁决和其他类别的分类方式（９＋Ｘ），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统一规范的分类标准。从３１个省级行
政区公布的行政权力事项类型来看（如表 １所
示），以“９＋Ｘ”分类作为规范标准，可以发现采取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年３１个省级行政权力类型变化

省份 ２０１６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２２年５月 省份 ２０１６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２２年５月

北京市 ９＋Ｘ ９＋Ｘ ９＋Ｘ 辽宁省 ９＋Ｘ ９＋Ｘ ９＋Ｘ

天津市 ９＋Ｘ ９＋Ｘ ９＋Ｘ 四川省 ９＋Ｘ ９＋Ｘ ９＋Ｘ

云南省 ９＋Ｘ ９＋Ｘ ９＋Ｘ 海南省 ９＋Ｘ ９＋Ｘ ９＋Ｘ

宁夏自治区 ９＋Ｘ ９＋Ｘ ９＋Ｘ 广西自治区 ９＋Ｘ ９＋Ｘ ９＋Ｘ

新疆自治区 ９＋Ｘ ９＋Ｘ ９＋Ｘ 西藏自治区 ９＋Ｘ ９＋Ｘ ９＋Ｘ

陕西省 ９＋Ｘ ９＋Ｘ ９＋Ｘ

上海市

“９＋Ｘ”外增加
行政复议、行

政命令、行政

备案、行政规

划、行政指导、

行政决策、行

政调解

“９＋Ｘ”外增加
行政决策 、行

政备案 、行政

复议 、行政指

导、行政规划、

行政调解

９＋Ｘ 安徽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征用、非

行政许可、行

政规划，无行

政检查

“９＋Ｘ”外增加
行政规划，无

行政检查

无行政检查“８
＋Ｘ”

重庆市 ９＋Ｘ
“９＋Ｘ”外增加
监督检查，无

行政检查

９＋Ｘ 湖南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监督，无

行政裁决

“９＋Ｘ”外增加
行政监督，无

行政裁决

９＋Ｘ

河北省

“９＋Ｘ”外增加
非行政许可、

行政征用

９＋Ｘ ９＋Ｘ 贵州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服务、行

政处理、行政

监管、非行政

许可审批

９＋Ｘ ９＋Ｘ

山西省
无行政检查“８
＋Ｘ”

无行政检查“８
＋Ｘ”

９＋Ｘ 河南省

无行政检查、

行政奖励“７＋
Ｘ”

无行政裁决“８
＋Ｘ”

“９＋Ｘ”外增加
增加公共服务

吉林省
无行政检查 “８
＋Ｘ”

无行政检查“８
＋Ｘ”

“９＋Ｘ”外增加
共性权力

江西省
无行政检查“８
＋Ｘ”

９＋Ｘ
行政检查为行

政监督检查

湖北省 ９＋Ｘ ９＋Ｘ
“９＋Ｘ”外增加
公共服务

甘肃省 ９＋Ｘ
“９＋Ｘ”外增行
政监督，减少

行政检查

无行政征收、

行政强制“７＋
Ｘ”

黑龙江

“９＋Ｘ”外增加
非行政许可、

行政征用

“９＋Ｘ”外增加
行 政 监 督 检

查、行政征用、

行政复议、税

费减免、年检

类别

“９＋Ｘ”外增加
年检、行政征

用，无行政检查

青海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监督和行

政指导

“９＋Ｘ”外增加
行政收费、行

政监督

“９＋Ｘ”外增加
公共服务、行

政监督、行政

收费

江苏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征用、非

行政许可和行

政规划，无行

政检查

“９＋Ｘ”外增加
行政征用，无

行政检查

“９＋Ｘ”外增加
行政征用、审

核转报清单，

无行政检查

福建省

“９＋Ｘ”外增加
非行政许可、

行政征用

“９＋Ｘ”外增加
行 政 监 督 检

查、行政征用，

无行政检查

“９＋Ｘ”外增加
公共服务、行

政征用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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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省份 ２０１６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２２年５月 省份 ２０１６年８月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２２年５月

浙江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征用、非行

政许可、行政规

划，无行政检查

无行政检查“８＋
Ｘ”

无行政征收“８＋
Ｘ”

内蒙古

自治区

无行政裁决“８＋
Ｘ”

“９＋Ｘ”外增加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监督检查，

无行政强制、行

政 检 查、行 政

裁决

行政检查为行

政监督检查

山东省 ９＋Ｘ
“９＋Ｘ”外增加
行政监督，无行

政检查

９＋Ｘ 广东省

“９＋Ｘ”外增加
行政指导，无行

政奖励

９＋Ｘ ９＋Ｘ

该分类方法的省份由 ２０１５年的 ４８．４％上升至
２０１７年末的 ５１．６％，２０２２年上升至 ６１．３％，总的
来看，３１个省级行政区的行政权力事项类型划分
的规范程度不断上升。权力类型的明确划分是权

力清单制度建设的基础，划分标准差别不利于行

政事项的有效承接和下放。

第三，从权力清单制度政策文件来看，总体上

呈现分散的趋势。通过梳理３１个省级行政区权
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政策文件（如表２所示），可以
发现相关政策文件主要集中于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

年，而此后，相关政策文件相对较少，这体现了权

力清单的动态调整与相关政策文件指导不同步。

其中广东、安徽等省份基本每年会发布相关政策

文件，并动态调整权力清单，政策文件的发布与权

力清单调整呈现同步性。而大部分省份是根据中

央政府要求、地方实践创新诉求临时发布相关政

策文件，无法保证与权力清单动态调整同步。此

外，还有很多省份（如河南、甘肃等１０余省份）自
２０１５年之后并无相关政策文件发布，在清单动态
调整中依然沿用既有的政策文件。

表２　省级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政策文件

省份 政策文件 省份 政策文件

北京市
京政发〔２０１５〕１６号、京政发〔２０１５〕６２号、京政
发〔２０１５〕１２号

天津市
津政办发〔２０２０〕１０号、津政办发〔２０１６〕９号、津
政办发〔２０１５〕８５号、津党办发〔２０１５〕８号

河北省 冀政办字〔２０１５〕１０号 上海市 沪府发〔２０１４〕１６号

山西省

晋政发〔２０１６〕３５号、晋政办发〔２０２１〕７号、晋政
办发〔２０１７〕１７４号、晋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５０号、晋政
办发〔２０１５〕６６号

内蒙古自治区
内政发〔２０１９〕１６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２０８号、内政办发〔２０１５〕８号

辽宁省 政发〔２０１６〕７３号、辽政发〔２０１５〕２８号 吉林省 吉政数审改〔２０１９〕８号、吉政办发〔２０１６〕８号

黑龙江省
黑政办发［２０２１］４１号、黑政办发〔２０１７〕７４号、黑
政发〔２０１５〕９号

福建省 闽政办〔２０１８〕７６号、闽政〔２０１４〕４０号

江苏省 苏政办发〔２０１４〕８１号 河南省 豫政〔２０１５〕４５号

浙江省
浙政发〔２０１４〕８号、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０９号、浙政
办发〔２０１５〕１１０号、浙政办发函〔２０１６〕６５号

江西省
赣府发〔２０２１〕２１号、赣府发〔２０１６〕１１号、赣府
厅字〔２０１４〕１４４号、赣府发〔２０２０〕２０号

安徽省

皖政〔２０２１〕４６号、皖政 〔２０１９〕７２号、皖政
〔２０１８〕４３号 、皖政〔２０１７〕７３号、皖政〔２０１６〕２９
号、皖政〔２０１４〕７６号、皖政〔２０１４〕２９号、皖政办
秘〔２０１５〕１３８号、皖政办秘〔２０１４〕２７４号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２７０号（２０２０）、粤府
〔２０２０〕１号、粤府函〔２０１７〕１５号、粤府办
〔２０１６〕１５号、粤府〔２０１４〕７２号、粤府〔２０１５〕
２４号

山东省

鲁政字〔２０１９〕２４７号、鲁政字〔２０１６〕７６号、鲁政
办字〔２０１５〕８１号、鲁政字〔２０１４〕２３０号、鲁政字
〔２０１４〕１４１号

四川省

川办发〔２０２１〕７９号、川办发〔２０２０〕８２号、川办
函〔２０１４〕１４１号、川办发〔２０１６〕１０８号、川办发
〔２０１９〕６６号

湖南省 湘政发〔２０１５〕３号 云南省 云政发〔２０１７〕６４号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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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省份 政策文件 省份 政策文件

湖北省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３８２号（２０１５）、鄂办发
〔２０１５〕２３号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４７号、新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１４
号、新政发〔２０１５〕７２号

广西壮族

自治区

桂政发〔２０２０〕６号、桂政发〔２０１９〕５５号、桂政发
〔２０１６〕８０号、桂政发〔２０１６〕７２号、桂政发
〔２０１５〕４７号、桂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３号、桂政发
〔２０１４〕７８号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宁政办发〔２０２１〕６８号、宁政发〔２０１４〕１１３号、宁
政办发〔２０１５〕３２号、宁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７０号

贵州省
黔府办发〔２０１９〕１３号、黔府办发〔２０１９〕１５号、黔
府办发〔２０２１〕１７号

西藏自治区 藏政发〔２０１５〕９３号

陕西省 陕政办发〔２０１６〕１７号 甘肃省 甘政办发〔２０１５〕１２４号

青海省
青政办〔２０２１〕１０１号、青政办〔２０１４〕２０２号、青政
办〔２０１５〕８３号、青政〔２０１５〕５４号

海南省
琼府办〔２０１５〕１６２号、琼府〔２０１５〕８４号、琼府办
〔２０２１〕６号

重庆市 渝府发〔２０１５〕６６号

　　（三）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
基于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历程及其变

迁过程中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权力清单

制度变迁中呈现以下逻辑。

１．中央推动与地方创新协同推进的动力逻辑
权力清单制度肇始于 ２００５年河北省邯郸市

针对行政权力异化而展开的权力清单审核工作，

并出台了全国首份市长权力清单。２００９年３月，
中纪委、中组部在江苏睢宁县、河北成安县、四川

成都市武侯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

作。地方性尝试为权力清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进行了有益探索，并逐渐从局部探索上升为国

家意志。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
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

制度”。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首次公开了各部门权力清
单，地方层面浙江省、安徽省等地也向社会公布了

权力清单，由于缺少中央层面的统一规范标准，全

国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自《指导意

见》对地方各级政府公布权力清单作出了相应要

求后，全国各地积极实践权力清单制度，并对权力

清单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促使权力清单成为政府

进行职权配置与调整的重要工具①。正是在中央

政府自上而下指导和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创新共同

作用的推动下，权力清单制度才不断发展完善。

２．强制性压力与主观性推行并存的执行逻辑
《指导意见》就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

任务进行了要求，并规定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权

力清单公布的期限，形成了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

制度构建的强制性压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与

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方

向，强调权力清单制度与“三定”规定有机结合、

健全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这种中央政府层面

的顶层设计优化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各级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构建

起权力清单制度体系②。省级政府在权力清单制

度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大的

自主决策空间，使其在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中

体现了较强的主观性。如在实践中，从行政权力

事项类型划分来看，根据《指导意见》应划分为“９
＋Ｘ”共１０类权力类型，但各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
权力类型划分。

３．应急性变迁与现实需求相背离的调整逻辑
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压力下，省级政府迅

速承接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行政事项，又对本级

政府行政权力事项进行梳理、精简、优化、公示等。

在这样较短时效和较大压力共同作用下，省级政

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决策、指导市县级政府制

定权力清单的过程中呈现应急性的特征。这一特

征使省级政府在制定权力清单过程中会采取观望

的态度，简单地复制中央政府权力清单、模仿其他

省级政府策略，对清单在实际工作中的后续效用

关注不足，导致其无法满足政府实践应用需求③。

因此，基于省级政府实践应用以及进一步规范的

需求，各省级政府积极自我革命，从而在行政权力

事项数量方面呈现较大变化，在行政权力事项类

型方面进一步规范，并积极完善配套政策制度

建设。

８８

①

②

③

王辉，张继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完善策略》，《改革》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孙彩红：《权力清单制定与实施的逻辑分析与发展路径》，《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王杰，张宇：《制度势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逻辑和效果差异考察》，《探索》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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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技术嵌入与制度创新相互促进的互构逻辑
在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中，与建设初期仅

有几个省份设立信息公开平台相比，当前各省级

政府政务服务网站进一步完善，这为权力清单的

公开公示提供了充分的载体，并进一步完善在线

行政权力事项办理渠道，提升政务服务便捷程度。

２０１６年底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最多跑
一次”改革，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提出“不见面审批”服
务改革，２０１９年底山东省省级依申请政务服务事
项网上可办率高于 ９０％。数据信息技术的嵌入
不仅可以促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推进“数据跑

路”代替“群众跑腿”，还可以使权力清单的多平

台有效联结和可视化展示成为可能。而技术嵌入

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行政权力事项合理的配置

和调整，根据法律法规明晰权力事项边界和运行

程序是技术嵌入作用发挥的前提和基础。

三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现
实困境与问题归因

通过对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过程跟

踪，根据过程中的经验材料发掘其现实困境表现，

可以发现其现实困境是一系列法律法规、配套制

度、参与主体、技术手段等实体因素共同作用的产

物（如图３所示）。

图３　权力清单制度推行困境及其成因

　　（一）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现实困境
表现

权力清单制度推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过

程，基于其推行过程的经验材料呈现以下现实

困境。

１．权力数量梳理的“数字减少”导向
省级政府在梳理和公布行政权力事项的过程

中会呈现“数字导向”的趋向，以行政权力事项数

量来衡量权力精简和简政放权的成效。总的来看

呈现精简趋势，但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公布的行政权
力事项数量依然差距较大。一方面，在权力数量

梳理口径上，为了追求数量上的减少，各省在权力

清单梳理中普遍选择将子项合并为总项的做法。

采取这种方式的省份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２．６％上升为
２０１７年底的５４．８％，将子项合并为主项虽然看起来
事项数量减少，但权力依然是原来的权力，并没有

从实际上精简。另一方面，从行政权力清理上来

看，仍有很多省份清权不彻底，应列入清单的事项

未列入，而这一部分事项也无法彻底取消或者下放

给下级政府部门，很多政府选择设置“中介服务清

单”“公共服务清单”等，从而形成“单外单”。

２．权力清单分类规范性不强
当前，各省级政府在权力清理中缺乏统一的

规范标准，影响制度的良好施行。从权力清单事

项分类来看，实践中采取《指导意见》中要求“９＋
Ｘ”分类方式的省份逐渐增加，但很多政府部门在
权力分类中判断标准不一，出现同一行政权力事

项在不同省份被划分到不同类别中的现象，甚至

将无法明确判断的事项直接归类于“其他权力”

事项。在各省权力清单中其他权力类别是权力事

项数量最多的类别之一，在广东、江西等省份该类

别是数量最多的类别。“其他权力”事项成为各

省权力清单中的兜底性权力类别，将不能明确分

类、法律规范未明确规定的事项纳入该类别，甚至

成为政府部门保留隐形行政权力事项的重要形

式。此外，同类别行政权力事项在数量上有较大

的差别，以“行政处罚”事项为例，北京市、广东

省、湖南省该类别权力数量分别为 １３０４项、３７８
项、４项。

３．权力清单制度执行力度不足
首先，权力清单制度创新简单模仿其他地区、

其他职能部门，在政策创新中采取观望态度，简单

照搬、模仿其他地区、其他职能部门创新型做法，

缺乏出于本地区、本部门情况主动创新的动力。

其次，权力清单制度象征性执行，即省级政府贯彻

落实中央指示，按照要求完成了清单编制和公布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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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具体运用。一旦实

际工作中需要使用，则会推出新的清单，如海南省

公布的政务服务清单包含不见面审批事项清单、

最多跑一次清单、免证办清单等 １４个清单。此
外，在权力清单内容设置上，依据《指导意见》一

般应包括每项职权的名称、编码、类型、依据、行使

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但各省级政府权力清

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项问题，如辽宁省、上海市

等缺少项目编码，江西省、福建省等缺少监督方

式等。

４．权力动态调整机制不健全
权力清单的制定和发布不同于一般政府事

务，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

调整等情况及时调整。但在地方政府实践中则倾

向于将权力清单制定和公布视为阶段性任务，制

定和公布后就表示任务完成，而对权力清单后续

动态调整关注不足。首先，权力清单调整的标准

不明确。权力清单动态调整包含取消、下放、增

加、变更等诸多情形，但实践中权力调整面临着程

序法规定不足，缺乏切实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

权力调整中的自由裁量权。其次，权力清单调整

与政策指导文件不同步。从３１个省级权力清单
制度政策文件来看，主要集中于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且多简单复制中央政府文件，省级政府之间文

件内容同质性较强，权力事项调整依然沿用既有

的政策文件。最后，权力清单调整的审核过程不

足。权力清单的调整由政府部门来审定，由政府

裁定自身的权力，缺乏监督与审核，难以摆脱自我

授权的悖论①。

（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现实困境

成因

根据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过程经验材料，影

响权力清单制度作用效果的因素如下。

１．规范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法规缺失
一是权力清单本身性质定位模糊。学界从不

同的角度出发，将权力清单定位为具有约束力的

规范性文件、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一部分内容等。

其性质定位决定了其不同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当

前其性质定位模糊，无法完全涵盖权力清单的作

用和目标，导致清单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二是清

单制定主体存在争议。当前，各级政府权力清单

制定基本由相应的政府机关主导，并报上级部门

汇总及公示。由政府裁定自身权力，难免陷入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怪圈中，清单制定

缺乏法理支撑。三是权力清单编制权威性依据不

足。通过梳理规范权力清单的政策文件可以发现

尚无法律法规性质的文件，制定依据主要为“通

知”形式的规范性文件。“通知”形式的规范文件

由于权威性不足，可能导致清单编制的规范性

不足②。

２．权力清单制度配套制度未有效衔接
权力清单制度的作用充分发挥需要有效衔接

和协调运转的配套制度体系支撑。在权力清单制

度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更重视权力清单制定的

过程，对后续制度建构不完善。一方面，权力清单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缺失。省级政府在权力清单制

定过程中对各职能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缺乏明确、

详细和具体的程序规定，使责任追究难以落实，往

往导致制度贯彻不到位、实施效果不理想。另一

方面，权力清单制度实施效能评估与监督制度缺

乏。当前，权力清单制度的制定和调整主要由上

级政府机关或政府内部相关监察部门来对其效能

进行评估和监督。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公众

关于清单调整效能的意见反馈渠道缺乏，以专家

学者为代表的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这些外部

评估机制的缺乏导致难以形成对权力清单调整效

果的真实反馈。

３．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多元主体参与不足
权力清单制度涉及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

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调整，各主体基

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的理性行动选择，

极易引发改革阻力。一方面，多元主体参与空间

较为狭窄。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相关指导文件中

对政府部门权力梳理和动态调整等进行了规定和

约束，使权力清单制度推行呈现政府主导的相对

闭合的运作状态，其他主体难以参与。仅由政府

进行权力清理、流程再造等往往难以贴合作为权

力客体的市场组织、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束缚企

业生产经营、影响群众创新创业的事项取消下放

还不够。另一方面，多元主体参与能力较低。良

好的参与能力是有效参与的重要前提，公共意识

缺失和能力保障不足导致多元主体在权力清单制

度推行中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作为行政相对人的

社会公众和市场组织如不涉及自身利益，会倾向

于采取消极参与的“搭便车”行为。此外，一些社

会组织承担了政府下放的中介服务事项，但由于

０９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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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组织仍在人、财、物等方面依赖政府，难

以独立实现其所承接的权力事项高效运行。

４．权力清单制度推行中技术工具理性倾向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权力清单的公开公示

及其应用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载体，但其运行中仍

呈现工具理性的倾向，未能实现信息技术与权力

清单深度融合。一是标准不统一导致清单事项难

以相互衔接。在清单公示中各省级政府公示要素

都是类似的，但在形式和程序上有较大差异，以事

项编码为例，辽宁等省份在清单公示中无编码，其

他省份编码均按照自身标准编制。这种标准的不

统一导致各类信息平台中行政权力事项数据难以

有效对接。二是信息共享程度有待提升。当前，

各级政府纵向不同层级、横向各部门之间信息共

享不足，数据难以互通互联。因此，各级政府应加

强业务协作和数据共享，消除数据壁垒，实现“数

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三是在权力事项公示

中很多事项调整后未及时公示，也未在线上平台

及时进行流程再造。在３１个省级政府权力清单
公示中，仅有浙江省、山东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单

独公示近期调整事项。

四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的优
化路径

根据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中呈现出的现实

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权力清单制度的规

范性与有效性。

（一）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统一的权力清单制

度建设规范

为保障权力清单制度良好运行，需要从中央

层面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形成各级政府上下一

致的权力清单。第一，出台统一的清单规范标准。

中央政府应在现有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清单编制标准规范、责任主体以

及调整流程等，形成针对地方政府具有可操作性

的清单模板，在权力事项名称、编码、类型、行使主

体以及办事流程等方面做标准化指引。第二，形

成省级权力清单通用参考目录。同层级政府间的

权力事项有较高的相似性，由各地自行进行权力

事项梳理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的主观意志，导致区

域差异大、选择性放权等问题。由中央政府形成

省级权力事项通用参考目录可以降低地方政府执

行偏差，形成各级政府相互联动的权力清单制度

体系。第三，规范兜底性“其他行政权力”类别事

项管理。应对“其他行政权力”类别事项进一步

进行梳理，形成进入该类别事项的规范标准，精简

和缩小其他行政权力事项数量及范围。

（二）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保障权力清单制度

的科学推行

法律法规是权力清单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来

源，通过对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中行政权力

进行梳理而形成清单，可以提高权力清单制度推

行的科学性，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

系。第一，明晰权力清单法律性质定位。由作为

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相关

法律中明确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赋予其较高的

强制力和约束力。第二，完善权力清单相关法律

规范体系。基于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变化，及

时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立改废释，将制约市场发

展、与政府实践相悖的权力事项相关法律法规条

文进行修订或者废止，保障权力调整事项与法律

法规同步。集中清理、废除各级行政机关自行颁

布的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红头”文件，从

而真正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第三，以法律法规

形式规范权力清单推行程序。行政权力事项的调

整带来利益的调整，通过法定程序规定权力事项

取消、下放、新增等情形及其程序要求，可以降低

制度推行阻力，规范权力清单制度推行过程。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健全权力清单制度

推行制度体系

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入推行与规范运行离不开

完善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第一，建立权力清单

绩效评估考核制度。通过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清

单制度评估考核体系，从多维度、多主体出发对清

单制度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与政府

部门及其内部公职人员考核挂钩，以此提升各级

政府及其内部部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积极性。

第二，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全过程监管制度。对权

力清单制度的监管应包含对事前准备、事中运行

以及事后追责等全过程的监管。应严格依据法律

法规梳理行政权力，明确执行中的责任主体与责

任要求，对其权力行使进行约束，对执行中不作

为、乱作为等情形相关责任主体进行问责。第三，

完善权力清单动态调整制度。通过中央政府统一

形成权力清单动态管理办法，明确动态调整的时

间、主体、流程、方式等，并将调整后的结果及时进

行公示，使社会公众及时获知权力事项变更情况，

以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便利群众办事。

（四）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提高权力清单

制度推行协同效能

多元主体的现实需求及问题反馈对促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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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制度深入、优化政务服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各级政府应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第一，拓

宽多元主体的参与空间，优化多元主体参与途径。

一是应建立起专家咨询制度，就行政权力事项取

消、下放等提供专业意见，对清单编制结果进行审

查，以保障权力清单制定的科学性。二是要通过

政府信息公开、媒体宣传等多渠道对权力清单进

行宣传，对行政相对人反应强烈的行政权力事项

进行充分调研、讨论，凝聚多方共识，形成改革合

力。第二，优化多元主体参与能力，提升多元主体

参与意愿。一方面要整合多元主体价值目标，多

元主体虽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追求，但权

力清单制度建设中各主体间存在目标和诉求契合

点和交汇点，应通过政策引导、舆论宣传等途径引

导多元主体形成符合公共理性的共同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要提升社会组织承接权力事项的能力，

由于政府下放的一些中介服务事项仍具有公共属

性，完全由市场组织或社会组织供给往往难以保

障其服务效果，仍需政府对其承接的服务进行规

范监管，提升其承接服务能力。

（五）构建统一信息技术平台，形成权力清单

制度数据资源体系

信息技术嵌入可以为权力清单制度推行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

善技术应用。第一，搭建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

通过对行政权力事项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省级

范围内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不仅可以打破“信

息孤岛”，实现政府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信息共

享，还可以促进省内各级政府、政府内部各部门之

间行政权力事项有效衔接，实现各类行政权力事

项的互通互联①。第二，形成权力清单制度建设

数据资源体系。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过程中会形成

大量数据资源，可从中发掘行政相对人对权力事

项及其流程、要件等的真实需求，从而从用户的角

度思考行政权力事项运行的具体流程等。第三，

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可以为多元主体参与权力清

单制度提供便捷的网络平台，实现主体间的云互

动，充分表达自身意见建议，激发其参与公共事务

热情，更好地对行政权力清单制定过程、结果进行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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